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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扶贫、教育公平
与教育效率的互动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联立方程组的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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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究教育扶贫、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之间的互动规律,对于巩固我国全面脱贫成果具有现

实意义。以2005-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选取教育扶贫、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

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动态联立方程模型,并运用系统GMM 方法对教育扶贫、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三者之

间的互动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教育扶贫、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三者存在明显的累积效应与

互动效应,且这种互动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后脱贫时代,为进一步推动我国教育扶贫的高质量发

展,应推动教育扶贫政策实践导向由“效率优先”向“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转变;优化中西部地区教育扶贫

资源配置,提升中西部综合教育发展水平;加强教育扶贫政策供给质量,助推乡村振兴。

关键词:教育扶贫;教育公平;教育效率;互动影响;高质量发展;联立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G6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21)05-0110-13

一、引 言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教育扶贫是拔除“贫根”、巩固全面脱贫成果的制胜法宝,是遏

制贫困代际延续的重要举措[1],其目的是依靠发展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来巩固全面脱贫成果,其
重要的基本途径是通过提高贫困地区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从而最终实

现贫困地区人民的个人经济收入增长。反贫困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

着相对贫困的消失,2020年全面脱贫攻坚战结束以后,我国迎来了后脱贫时代,后脱贫时代的扶

贫任务重点是增强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巩固脱贫成果,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降低贫困人口的

返贫风险,教育扶贫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而在这一阶段,我国争取脱真贫、真脱贫的教育扶贫

政策正陷入“保公平”还是“争效率”的实践迷思,这是亟待我们深入探究的重要领域。

随着我国教育扶贫工作的深入发展,落后地区的教育经费投入、办学条件、教师队伍素质和

贫困学生的资助体系等方面不断得到改善[2-3],促进了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稳步提

高[4]。教育扶贫对教育效率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其本质在于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5],其
长远目标是为了实现教育公平。然而,“效率优先”的教育扶贫实践取向容易忽视教育起点、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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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和教育结果等教育公平问题[6],例如教育基尼系数是反映教育公平的重要指标,我国近年来

的教育基尼系数虽整体有所下降,但东部和中部的教育公平差距呈扩大趋势,东部各省域之间的

教育公平差距也越来越大[7-8]。在这一背景下,“效率优先”的教育扶贫方式对教育公平所产生的

影响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国内外关于教育扶贫、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之间互动关系

的相关研究日益丰富,可以说,探究教育扶贫、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之间互动规律,对于巩固相对

贫困地区的脱贫成果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目前学界关于三者之间的互动规律的已有研究主要

集中于其两两之间的关系,且大部分研究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将三者纳入统一框架,运用定量

方法开展实证研究尚处于空白,这也是本文拟通过实证研究所要尝试解决的主要问题。

二、文献回顾

(一)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的关系

目前学界关于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之间影响关系的研究尚无定论,按不同的影响关系进行

划分,主要包括四种观点:第一,相互促进关系,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是相互促进的,支持该观点

的学者普遍相信教育公平可以推动教育产出水平的发展,继而带动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产出

效率的提高则会对加快教育公平的发展产生一定正向的反哺作用。如科尔曼认为教育公平的提

高应从提升教育资源投入效率入手[9];董泽芳认为教育公平和教育效率相辅相成,在一定条件下

可以相互转化、相互促进[10];杨淑瑶和位涛认为以公平和效率两个维度考量教育质量合乎人们

对于教育终极价值的追求,教育公平和教育效率两个维度应该相互协调促进[11]。第二,对立关

系,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是对立的,二者不能兼顾。秉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大都从经济学视角出

发,认为应该坚持效率优先的发展理念,保证投入资金与资源的发展效率,追求资源的最优配置,

这也是理性人的一种选择。吴中波认为教育公平和教育效率存在一定的对立性,以经济为基础

的综合国力竞争必然带来一国之内公平和效率的竞争[12];胡卓君认为教育效率和教育公平是相

互对立的,追求教育效率的过程倾向于关注投入与产出比值的提高,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教育发展一般会以牺牲低效率部分为代价而影响教育公平,相反,要追求公平性就意味着一定程

度上会影响有可能实现高效率部分的实现机会,两者有着较为明显的对立性[13]。第三,对立统

一关系,效率与公平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社会经济发展还不充分的时候,教育效率与教育公平

是对立的,大多秉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当社会经济条件到达一定水平时,教育公平和

教育效率可以相互促进,统一协调发展。哈耶克认为当我们追求平等时绝不能将牺牲效率作为

代价,如果一味强求平等,最终必然会对效率造成降低,同时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平等[14];许长

青和伍青华明确指出二者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15];张自刚认为教育公平和教育效率的博弈在不

同历史时期中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16]。第四,相互独立关系,教育公平和

教育效率之间相互独立,互不干扰,且并无直接联系。如褚宏启认为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是分别

独立的教育追求和教育目标[17]。冉亚辉则认为不应该将教育公平与效率放在对立的位置进行

讨论,它们不是两个对立的问题,而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18]。这四种观点中的教育公平与

效率之间的影响关系并无定论,相互促进、相互对立、对立统一和相互独立的观点各执一词。这

些争论往往从理论层面进行论述,从实证层面证明教育公平和教育效率的文章寥寥无几,缺乏支

持观点的数据支撑。
(二)教育扶贫对教育公平的影响

全面脱贫收官之后,意味着政府的教育扶贫行动工作告一段落,不再存在绝对贫困人口。从

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来看,全面脱贫已经是它意义的集中体现[19]。但教育扶贫的价值不应该仅仅

停留在扶贫本身,从根本上看,贫困问题不只是简单的社会民生问题,其实质反映了社会的公平

111



正义,后扶贫时代的教育扶贫更应该注重教育公平的价值追求[5]。大多数学者认为,推进教育扶

贫政策能够促进教育公平的发展,如周毅认为民族教育扶贫是民族地区脱贫治本之策,是实现教

育公平的有效途径[20];李兴洲和邢贞良提出教育扶贫实现了教育起点公平,关注教育过程公

平[21];金久仁则指出教育精准扶贫可以破解影响农村教育公平发展的壁垒,推进城乡教育公

平[22]。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由于目前的教育扶贫工作存在如扶贫理念不系统、扶贫对象模糊、

扶贫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23-25],教育扶贫的发展并没有有效地推进教育公平。部分低收入家

庭甚至仍面临着“教育致贫”的问题,农户因子女上学承担的经济负担显著增加了家庭陷入贫困

的概率[26],即使是义务教育的精准扶贫也存在政策执行不到位、帮扶对象和帮扶措施不精准的

问题,对现存的教育不公平状况并没有太大的改善,帮扶成效并不显著[27]。

(三)教育扶贫对教育效率的影响

教育扶贫涉及教育资源再分配的问题,实质是将教育资源配置重点向农村地区倾斜,势必会

对教育效率产生影响。在教育扶贫对教育公平的影响关系上,学者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

种观点指出教育扶贫降低了教育效率,认为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将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和

贫困人口倾斜,则往往在一定程度上要影响最有可能实现高效率部分的实现机会。如杨公安提

到将集中有限的教育资源投入重点学校、重点地区能够提高教育效率,教育扶贫显然有悖于精英

教育取向的教育效率提升[28]。同时因为某些教育扶贫政策与部分贫困地区自身的发展需求适

配度低,所以这部分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差,并易导致教育资源浪费,从而抑制教

育效率的提高[29]。另一种观点则指明教育扶贫对提升教育效率有着促进作用,加强对经济欠发

达地区的投入会提高教育效率。如郭燕芬和柏维春通过研究发现中西部的教育经费投入综合效

率高于东部地区[30]。李玲和陶蕾的研究同样证明了这一观点,在他们看来,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的地区在教育资源投入已经饱和的状态之下仍追加投入,容易出现资源浪费,产生低效的现象。

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教育经费有限,“僧多粥少”的局面更需要经费的“精打细算”,因此在相同

的教育经费投入水平下其投入-产出效率更高[31]。这意味着教育扶贫政策会将资源分配到更有

需要的地区,从而提高教育效率。

尽管在教育扶贫、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之间互动关系的问题上,经典文献已经得到许多有益

的结论,但现有研究还存在明显不足:首先,既有的大部分研究仅探析了两两之间的关系,其中包

括教育扶贫对教育公平和教育效率影响的单向研究以及教育公平和教育效率的互动研究,很少

将三者纳入同一个系统,考察其相互之间的互动效应。其次,目前关于三者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

大部分还集中于定性研究,这给从定量角度去探析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留下了较大的空间。最

后,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发展惯性,前期的教育发展情况可能会对当期的教育发展产生影

响,而目前鲜有研究考虑到这种滞后效应。事实上,若忽视三者之间的互动效应,对于教育扶贫、

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之间的互动规律的分析无疑是片面的。鉴于此,为完善现有研究中所存在

的不足,本文以2005-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区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动态联立方程模型,

运用系统GMM的方法,综合考察我国教育扶贫、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三者之间的互动效应,以

期为后脱贫时代政府的教育扶贫决策提供有益的决策依据。

三、教育公平、教育扶贫与教育效率的互动效应实证分析

(一)研究设计

1.研究框架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和假设,构建教育公平、教育扶贫、教育效率互动效应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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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教育公平、教育扶贫、教育效率互动效应研究框架

2.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EPS数据库,由于西藏部分指标数据缺失较为严重,这里只

取除西藏以外中国内地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作为主要来源,运用均值法补全相关缺失数据,
并通过Excel对原始数据进行筛选、统计和取最大值归一化处理,整理得到2005—2018年我国

内地30个省区市相关变量的面板数据。

3.变量设计

(1)教育公平

借鉴Thomas等人的研究[32],本文选取教育基尼系数表征教育公平(EQU),具体计算如式

(1)所示:

E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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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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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
Aj Bj-Bk Ak (1)

上式计算结果趋近于0,表明教育公平越高,而趋近于1,则表明程度教育公平越低。
式中,n取5,代表5种不同的受教育程度: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

上。Aj和Ak分别代表6岁及6岁以上拥有第j和第k种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Bj和Bk表示第j
和第k种教育程度的平均受教育年限。u代表各地区各个样本时期的加权平均受教育水平,按
照我国一般的教育年限,本文将5种受教育程度的受教育年限分别定义为1、6、9、12、16年,具体

计算如式(2)所示:

u=1A1+6A2+9A3+12A4+16A5 (2)
然后,将式(2)代入式(1)中即可得出各地区的教育基尼系数,另外,由于教育基尼系数是负

向指标,为便于分析,后文参与模型实证检验的教育基尼系数指标表示为“1-教育基尼系数值”,
特此说明。

(2)教育效率

为了解释教育公平、教育扶贫与教育效率三者之间的互动效应,本文选取农村义务教育效率

表示教育效率(EFF)。关于农村义务教育效率的测算,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基础上构建了农村

义务教育效率的测算指标体系[33],如表1所示。另外,为了解决传统DEA无法区分效率等于1
的决策单元间的效率高低的问题,这里运用超效率DEA的方法[34]来测算各地区农村义务教育

效率。
表1 农村义务教育效率的测算指标体系

类别 指标

投入指标

财力投入

人力投入

物力投入

农村小学、初中教育经费总支出 (万元)
农村小学、初中专职教师总数 (万人)
农村小学、初中校舍总面积 (万平方米)
农村小学、初中总固定资产 (万元)

产出指标
直接产出 农村小学、初中毕业生总数 (万人)
产出效果 文盲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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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教育扶贫

教育扶贫是指通过教育投入使贫困人口增加收入、脱离贫困的过程,因而教育扶贫成效最直

接的体现即为贫困人口收入的增加,其中,绝大多数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居民收入一定

程度上代表着教育扶贫效果的好坏。为了消除人口规模的影响,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选取农村人均纯收入来衡量教育扶贫(SUP)成效[35],农村人均纯收入越高,体现了教育扶贫的

成效也就越好,反之,农村人均纯收入越低,则体现教育扶贫的成效也就越不好。

此外,为了深入探究教育扶贫、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之间的互动影响,本文的控制变量选取

包括地方经济发展水平(GDP),地方受教育水平(CUN),地方城镇化水平(CITY),地方农村中

小学数量(SCH)。其中,GDP 用人均地方生产总值来表示,CUN 用地区平均受教育水平来表

示,具体数据测算参照式(2),CITY 用地区当年城镇常住人口占该地区常住总人口数的比重来

表示,SCH用地区当年农村中小学的数量来表示。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表2 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处理方法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EQU 教育公平 教育基尼系数 0.954 0.026 0.829 1 420

EFF 教育效率
农村义务教育效率模型测算
所得

0.275 0.087 0.119 1 420

SUP 教育扶贫 农村人均纯收入 0.305 0.178 0.067 1 420
GDP 地方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地方生产总值 0.312 0.194 0.039 1 420
CUN 地方受教育水平 地区平均受教育水平 0.704 0.077 0.524 1 420

CITY 地方城镇化水平
地区城镇常住人口占该地区
常住总人口数的比重

0.597 0.155 0.300 1 420

SCH 地方农村中小学数量 地区当年农村中小学的数量 0.197 0.151 0.026 1 420

  4.模型构建

过去关于教育扶贫、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三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主要基于预设的理论模

型采用普通的单方程模型进行检验,可是在模型的设置和检验的过程中,可能会由于解释变量与

被解释变量之间互为因果关系等内生性问题的原因,导致模型估计结果容易产生误差,并且考虑

到前一年的教育扶贫、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发展情况可能会对当年的教育扶贫、教育公平与教育

效率发展情况产生影响,为此,根据动态联立方程模型的建立[36],本文分别构建了以教育扶贫、

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为被解释变量的动态联立方程模型对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本文的计量标准模型可表示为:

EQUit=α0+α1EQUit-1+α2SUPit+α3EFFit+α4GDPit+α5CUNit+α6CITYit+ηi+εit (3)

SUPit=β0+β1SUPit-1+β2EQUit+β3EFFit+β4GDPit+β5CUNit+β6CITYit+ηi+εit (4)

EFFit=γ0+γ1EFFit-1+γ2EQUit+γ3SUPit+γ4GDPit+γ5CUNit+γ6CITYit+ηi+εit (5)

其中,EQU 表示教育公平,SUP 表示教育扶贫,EFF 表示教育效率,GDP 代表经济发展水

平,CUN 代表地方受教育水平,CITY 代表城镇化水平,下标i和t分别表示地区和时间,ηi为个

体效应,εit为残差项。

为克服由内生性问题所导致的估计结果误差,本文首先利用Arellano和Bover等学者提出

的广义矩估计(SystemGeneralizedMethodofMoments,系统GMM)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37],

然后分别对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Sargan检验和Arellano-Bond检验去判断模型的工具变量是否

有效,以及模型是否存在残差项的二阶自相关,以此增强模型检验结果的可靠性。
(二)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1.全国维度结果与分析

根据标准模型(3)-(5),将全国数据分别代入教育公平(EQU)、教育扶贫(SUP)与教育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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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EFF)模型进行全国维度的互动效应分析,本文同时给出了差分GMM 和系统GMM 的估计

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全国维度实证结果

变量
系统GMM

EQU SUP EFF
差分GMM

EQU SUP EFF

EQUit-1

SUPit-1

EFFit-1

EQU

EFF

SUP

GDP

CUN

CITY

常数项

0.584*** 0.436***

(2.144) (2.364)

0.811** 0.896***

(5.218) (3.952)

0.261*** 0.174***

(10.360) (18.741)

0.142*** -0.562*** 0.236*** -0.274***

(2.362) (-5.422) (9.661) (-20.212)

0.006* -0.009*** -0.008*** -0.005**

(2.410) (-3.517) (-4.106) (-1.891)

-0.041*** -0.491*** -0.074*** -0.277***

(-5.152) (-12.842) (-7.623) (-13.551)

0.062*** 0.211*** 0.244*** 0.091*** 0.204*** 0.164***

(10.321) (14.652) (6.782) (5.214) (8.333) (4.901)

-0.063 0.023*** -0.039*** -0.027*** 0.025*** -0.021*

(-5.361) (4.522) (-3.412) (-8.949) (4.751) (-2.483)

0.010 -0.042*** 0.139*** -0.033** 0.021 0.044
(1.331) (-2.542) (2.740) (-3.651) (2.850) (4.123)

0.412*** -0.186*** 1.654*** 0.489*** -0.265*** 1.415***

(20.151) (-3.630) (5.571) (31.333) (-8.472) (16.966)
AR(1) 0.000 0.000 0.026 0.000 0.000 0.296
AR(2) 0.584 0.848 0.236 0.475 0.948 0.265
Sargan 0.836 0.912 0.865 0.865 0.756 0.351

样本数 N 420 420 420 420 420 420

  注:***、**、*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和10%以内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z统计量所对应的值,AR(1)、AR(2)、Sargan

给出的是各统计量所对应的P值,下同

据表3,所有模型已通过Sargan检验,说明所有模型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可是差分

GMM模型的估计结果并未通过 Arellano-Bond检验[差分模型中 AR(1)检验有拒绝原假设的情

形],说明差分GMM模型的估计结果可能存在由残差项的二阶自相关所导致的误差,因此本文选取

系统GMM的检验结果作为主要分析对象:

在教育公平决定方程中,从解释变量看,EQUit-1的回归系数为0.58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

明前一年的教育公平情况会对当年的教育公平产生正相关影响,教育公平具有累积效应。EFF 的回

归系数为0.006,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教育效率的提升会对教育公平的促进起正相关影响。

SUP 的回归系数为-0.04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教育扶贫的提升会对教育公平的促进起负

相关影响。从控制变量看,GDP 的回归系数为0.062,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地方经济是影响地

方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将会对地方教育公平的促进起正相关影响。而

CUN 和CITY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63和0.010,不显著,反映了地区的受教育水平与城镇化的变

化,不会对地方教育公平的促进产生影响。

在教育扶贫决定方程中,从解释变量看,SUPit-1的回归系数为0.811,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

明前一年的教育扶贫情况会对当年的教育扶贫产生正相关影响,教育扶贫具有累积效应。EQU 的回

归系数为0.14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教育公平的提升会对教育扶贫的促进起正相关影响。

EFF 的回归系数为-0.00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教育效率的提升会对教育公平的促进起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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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影响。从控制变量看,GDP 和CUN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11和0.023,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
明地方经济与受教育水平是影响地方教育扶贫的重要因素,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

将会对地方教育扶贫的促进起正相关影响。而CITY 的回归系数为-0.042,在1%的水平上显著,

反映了地区的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会对地方教育扶贫的提升起负相关影响。

在教育效率决定方程中,从解释变量看,EFFit-1的回归系数为0.26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

明前一年的教育效率情况会对当年的教育效率产生正相关影响,教育效率具有累积效应。EQU 和

SUP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562和-0.49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教育公平和教育扶贫的提升

会对教育效率的促进起负相关影响。从控制变量看,GDP 和CITY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44和

0.139,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地方的经济与城镇化水平是影响地方教育效率的重要因素,二者的

提高,将会对地方教育效率的促进起正相关影响。而CUN 的回归系数为-0.039,在1%的水平上显

著,反映了地区的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对地方教育扶贫的提升起负相关影响。

综上,教育扶贫、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三者存在明显的累积效应与互动效应,其中,教育公平分别

与教育效率和教育扶贫之间存在正负互动效应,教育效率与教育扶贫存在负向互动效应,而形成全国

维度结果的主要原因与我国的教育扶贫政策导向有关。

首先,从教育公平和教育效率看,受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制,尽管“公平优先”已经在

我国教育政策层面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效率优先”的路径依旧在实践层面大行其道,目前我国教育扶

贫政策主要还处于“效率优先”这一实践导向,这也是我国过去教育扶贫政策的一贯导向。在将效率

置于首位的实践导向之下,我国提出并实施了包括《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高中阶段教育

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等推动农村教育公平发展的政策,其内在导向和实施过程仍是追求

教育效率的提高,这类教育公平政策对提高我国的农村教育资源配置效率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促进影

响。然而,随着教育扶贫工作进入攻坚阶段,尚未脱贫的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成本高、难度大,效率优先

的扶贫政策不能满足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需求。部分地区的教育政策开始着重教育公平,将公平作

为其扶贫政策的指导方向。当教育政策以教育公平为实践导向时,教育扶贫的政策在实现教育公平

的目标时往往会改变最优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从而降低教育效率。不仅如此,胡卓君指出实现公平

性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影响最有可能实现高效率部分的实现机会[13],因此,一味追求教育公平反而会

降低“效率优先”的效果,从而降低教育效率,使教育公平和教育效率存在正负互动效应。

其次,从教育公平和教育扶贫看,目前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的目标导向在于保障贫困地区的学生能

正常享受到各级各类教育。在目标导向的指引下,我国总体强调教育公平有利于保证公平而有质量

的教育,推进农村地区各阶段教育的普及化,提升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受教育水平,满足农村发展对劳

动力素质的需求从而减少贫困,提升教育扶贫的成效。教育公平的提升能够减少贫困的代际传递,促
进教育扶贫的发展。然而,我国部分地区政府的教育政策目标导向与在原有的目标导向之间存在背

离,以至于我国部分地区采取粗放式扶贫模式,扶贫质量低、针对性差等问题突出[26],连最基本的义

务教育阶段的精准扶贫也存在政策执行不到位、帮扶对象和帮扶措施不精准等问题,之前的教育不公

平状况并没有得到太大改善,教育扶贫的成效并不显著[27],甚至可能对贫困地区的教育资源配置和

教育生态等产生负面影响,这不仅进一步拉大了区域差异,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公平,促使我

国教育公平与教育扶贫之间产生正负互动效应。

最后,从教育扶贫和教育效率看,其结果形成的原因与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的资源配置导向主要集

中于贫困地区有关。杨公安认为教育扶贫政策指向资源再分配,将有限的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和贫

困人口倾斜,会影响高效率的实现部分[28]。当我国农村人口人均收入提高时,农村人口对教育质量、

教育环境的需求会随之增高,他们往往会为了自己下一代的教育质量考虑,优先选择城镇中小学,这
便导致了部分农村义务教育资源投入的浪费,从而降低教育效率,以至于教育扶贫的提升对教育效率

的提高产生负相关作用。然而,将教育效率作为追求目标也意味着牺牲其他效率相对较低部分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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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为代价。张亚丽和徐辉的研究指出农村义务教育由于其资源短缺,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低,追求

高效率会牺牲部分农村教育的发展,从而不利于教育扶贫的提升[38]。因此,教育公平与教育扶贫之

间存在负向互动效应。

2.分地区维度结果与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教育扶贫、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三者之间的互动效应是否存在区域差异,本文

将所有样本按照地理位置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①,并根据标准模型(3)-(5),将分地区的数据

代入教育公平(EQU)、教育扶贫(SUP)与教育效率(EFF)模型,并分别对各个模型采用系统

GMM估计的方式,进行分地区维度的互动效应分析,实证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分地区维度实证结果

变量
东部

EQU SUP EFF
中部

EQU SUP EFF
西部

EQU SUP EFF

EQUit-1

SUPit-1

EFFit-1

EQU

EFF

SUP

GDP

CUN

CITY

常数项

0.601** 0.692*** 0.553***

(2.121) (6.352) (4.123)

0.962*** 0.195* 0.936***

(2.652) (1.454) (1.646)

0.174*** 0.418* 0.366**

(2.440) (1.952) (2.853)

0.563*** -0.242*** 0.696** -0.462** 0.097** -0.715**

(3.651) (-4.101) (1.360) (-0.550) (1.621) (-1.452)

-0.021 0.012 0.026** -0.601** 0.052** -0.063**

(-0.420) (0.361) (1.118) (-3.652) (1.563) (-2.851)

-0.174*** -0.463*** -0.115*** -0.674** -0.273* -0.465**

(-2.651) (-3.152) (-3.516) (-2.771) (-2.361) (-2.112)

0.265** 0.126*** 0.366* 0.054* 0.749* 0.942** 0.282** 0.436** 0.744**

(3.477) (3.824) (1.912) (1.820) (2.360) (3.653) (4.150) (3.581) (3.651)

-0.031 0.022 -0.025** -0.034* 0.042** -0.152* -0.071* 0.035** -0.085***

(-1.310) (1.951) (-0.122) (-2.633) (2.543) (-2.751) (-3.212) (3.541) (-2.110)

-0.455** 0.045*** -0.021 0.115** 0.432** -0.884** 0.839* -0.048 -0.344**

(-2.151) (3.252) (-0.243) (3.735) (1.764) (-3.755) (1.731) (-0.362) (-2.631)

1.623*** -0.654** 0.327*** 0.276*** -0.647* 0.885* 0.347*** 0.176 0.432**

(2.542) (-2.731) (3.262) (6.748) (-1.243) (2.260) (3.449) (2.241) (2.642)
AR(1) 0.023 0.054 0.065 0.074 0.032 0.021 0.023 0.029 0.046
AR(2) 0.162 0.124 0.554 0.367 0.763 0.464 0.422 0.446 0.265
Sargan 0.525 0.353 0.646 0.324 0.563 0.343 0.134 0.453 0.632

样本数N 154 154 154 112 112 112 154 154 154

  注:***、**、*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和10%以内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z统计量所对应的值,AR(1)、AR(2)、Sargan

给出的是各统计量所对应的P值,下同

  根据模型可知:在教育公平决定方程中,根据东、中、西部地区的模型估计结果可以发

现,从解释变量看,东、中、西部地区的EQUit-1系数分别为0.601、0.692、0.553,显著,说明各地区

前一年的教育公平变化会对当年教育公平的变化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各地区教育公平具有累

积效应;东部地区的教育效率回归系数为-0.021,不显著,表明东部地区教育效率的提升对教育

公平的促进效果不显著,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效率回归系数分别为0.026和0.052,且都在5%的水

平上显著,说明中西部地区教育效率的提升会对教育公平的促进起正相关影响;东、中、西部地区

的SUP 系数分别为-0.174、-0.115、-0.273,显著,说明全国各地区的教育扶贫提升,会对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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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注:东、中、西部地区依据1985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七个五年计划》中提出的3个经济地带划分标准

进行划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

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



公平的促进产生负相关影响;从控制变量看,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都会对各地区教育公平

促进起积极作用;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对东部地区教育公平促进效果不显著,对中西部地区教育

公平的促进起抑制效应;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东部地区教育公平的促进产生负相关影响,对中

西部地区教育公平的促进产生正相关影响。

在教育扶贫决定方程中,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从解释变量看,东、中、西部地区的

SUPit-1系数分别为0.962、0.195、0.936,显著,说明各地区前一年的教育扶贫变化会对当年教育

扶贫的变化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各地区教育扶贫具有累积效应;东中西部地区的EQU 系数分

别为0.563、0.696、0.097,显著,说明全国各地区的教育公平提升,会对教育扶贫的促进起正相关

影响;东部地区教育效率的回归系数为0.012,不显著,说明东部地区教育效率的提升,对教育扶

贫的促进效果不显著,中西部地区教育效率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601和-0.063,显著,说明中

西部地区教育效率的提高,会对教育扶贫的促进起抑制效应。从控制变量看,各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的提升都会对各地区教育扶贫提高起促进作用;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对东部地区教育扶贫的促

进效果不显著,对中西部地区教育扶贫的促进效果起积极作用;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东中部地

区教育扶贫效果提升起正相关影响,对西部地区教育扶贫的影响效果不显著。

在教育效率决定方程中,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从解释变量看,东、中、西部地区的

EFFit-1系数分别为0.174、0.418、0.366,显著,说明各地区前一年的教育效率提高会对当年教育

效率的提升起正向的促进作用,各地区教育效率具有累积效应;东、中、西部地区EQU 和SUP
系数分别显著为负,说明各地区教育公平和教育扶贫的提升,会对地区教育效率的提高起抑制效

应。从控制变量看,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都会对各地区教育效率提高起促进作用;各地区

受教育年限的增加都会对各地区教育效率提高起抑制影响;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东部地区教育

效率的提高效果不显著,对中西部地区教育效率的提升起负相关影响。

综上,各地区的教育公平、教育扶贫与教育效率除了存在累积效应这一共同点之外,三者之

间所存在互动效应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其中,东部地区只存在教育公平与教育扶贫的正负互动

效应,而中西部地区除了存在教育公平与教育扶贫的正负互动效应,还存在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

的正负互动效应,以及教育扶贫和教育效率的负向互动效应。分地区维度形成的研究结果的主

要原因可能在于:

首先,从教育公平与教育扶贫看,教育扶贫政策的实践导向仍然是形成我国分地区维度教育

公平与教育扶贫互动效应的主要原因,因为东、中、西部的教育公平与教育扶贫都会存在正负互

动效应,且教育公平和教育扶贫都会对教育效率产生负向影响;其次,从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看,

现有的教育综合发展水平不同可能是造成分地区维度结果差异的重要原因,东部地区的教育综

合发展水平一般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其教育公平发展更好,义务教育普及率更高[39]。在此背景

下,东部地区义务教育效率提升对地方教育公平的发展的影响可能会由于义务教育效率可提升

空间较小这一原因而不显著。而中西部地区教育资源配置效率除了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之外,

其教育资源投入本身存在不足,因此提高其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不仅能切实解决中西部教育资

源的投入不足问题,还能从教育资源的投入上弥补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进而促进当地教育公平朝

向良好趋势发展,因而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公平和教育效率存在正负互动效应,而东部地区只存在

教育公平对教育效率的负向影响。再次,从教育扶贫和教育效率看,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差异可能

是造成分地区维度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现有研究表明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相比,其教育资源配置

效率要明显更高[40-41],而东部地区的经济基础较扎实,教育扶贫政策和制度相对较为完善,贫困

率较低,东部地区在2019年已率先基本脱贫[42]。因而东部地区教育效率的提升不会对减少贫

困产生显著的影响。而中西部地区一方面由于资源配置效率低,资源配置制度不完善,教育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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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还存在着帮扶对象、措施不精准,政策执行不到位等问题,过于盲目地增加教育扶贫资源的

投入往往容易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不利于教育效率的提升[27]。另一方面深度贫困地区由于本

身教育质量差、师资力量弱,教育扶贫工作的加快推进容易缺乏考虑其承载能力,继而产生与既

定目标相背离的结果,从而对教育效率产生负面影响[43]。因而中西部地区除教育效率对教育扶

贫的负向影响外,教育扶贫也容易对教育效率产生负向影响,而东部地区则不存在这种互动效应。

3.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遗漏变量可能对模型的估计结果产生影响,为验证上述研究结论是否可靠,本文采取

新增控制变量进行重新检验的稳健性策略。根据已有研究,选择各地区农村中小学的数量

(SCH)作为新增的控制变量,并基于标准模型(3)-(5)建立各地区模型,分别开展稳健性检验

(结果见表5)。通过结果对比可以发现,新增控制变量前后的检验结果的相关变量的系数和显

著性基本一致,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较为可靠。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全国

EQU SUP EFF

东部

EQU SUP EFF

中部

EQU SUP EFF

西部

EQU SUP EFF

EQUit-1

SUPit-1

EFFit-1

EQU

EFF

SUP

GDP

CUN

CITY

SCH

常数项

0.545*** 0.622** 0.624*** 0.524***

(20.152) (3.531) (6.132) (4.109)

0.813** 0.954*** 0.165* 0.912***

(24.342) (3.241) (5.451) (3.520)

0.232*** 0.134*** 0.436* 0.325**

(3.321) (3.452) (6.253) (2.348)

0.174*** -0.525*** 0.527*** -0.262*** 0.623** -0.436** 0.078** -0.727**

(3.261) (-5.321) (3.431) (-4.340) (1.962) (-0.861) (1.251) (-1.362)

0.008* -0.009*** -0.014 0.026 0.033** -0.625** 0.051** -0.064**

(2.251) (-3.462) (-0.552) (0.823) (1.236) (-3.361) (1.743) (-2.469)

-0.042*** -0.521*** -0.214*** -0.521*** -0.152*** -0.654** -0.283* -0.452**

(-5.251) (-9.252) (-2.239) (-3.531) (-3.363) (-2.633) (-2.232) (-2.341)

0.058*** 0.234*** 0.253*** 0.264** 0.175*** 0.357* 0.058* 0.787* 0.973** 0.256** 0.489** 0.735**

(9.351) (11.352) (5.351) (3.352) (6.254) (2.352) (3.452) (6.253) (2.353) (3.352) (2.352) (2.353)

-0.035 0.032*** -0.042*** -0.042 0.034 -0.034** -0.062* 0.054** -0.163* -0.072* 0.047** -0.092***

(-5.232) (4.417) (-3.633) (-3.152) (1.242) (-0.362) (-2.629) (2.731) (-2.262) (-3.831) (3.271) (-2.729)

0.012 -0.045*** 0.142*** -0.435** 0.043*** -0.024 0.132** 0.436** -0.863** 0.825 -0.062 -0.332**

(1.332) (-2.541) (2.742) (-2.152) (3.253) (-0.241) (3.740) (1.760) (-3.761) (1.734) (-0.362) (-2.632)

0.922** 0.831** 0.223 0.820 0.843** 0.824 0.942** 0.824** 0.845 0.925** 0.852** 0.824
(1.331) (5.242) (3.352) (1.323) (5.441) (1.241) (1.439) (5.230) (1.223) (1.322) (5.228) (1.330)

0.421*** -0.174*** 1.636*** 1.636*** -0.626** 0.326*** 0.264*** -0.636* 0.837* 0.348*** 0.148 0.458**

(10.351) (-6.322) (4.149) (3.621) (-2.352) (2.153) (3.752) (-6.152) (3.545) (4.154) (3.453) (3.622)
AR(1) 0.000 0.000 0.023 0.022 0.043 0.035 0.063 0.024 0.053 0.024 0.032 0.024
AR(2) 0.522 0.532 0.622 0.253 0.124 0.452 0.345 0.424 0.424 0.354 0.342 0.346
Sargan 0.844 0.924 0.854 0.525 0.343 0.653 0.334 0.555 0.324 0.257 0.421 0.454

样本数N 420 420 420 154 154 154 112 112 112 154 154 154

  注:***、**、*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和10%以内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z统计量所对应的值,AR(1)、AR(2)、Sargan

给出的是各统计量所对应的P值,下同

四、结论与启示

(一)主要结论

探究教育扶贫、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之间互动规律,对于使教育手段在后脱贫时代更好地发

挥支撑作用具有现实意义。应用系统GMM方法以中国内地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20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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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基础,对教育扶贫、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三者关系进行动态联立方程模型分析,研究结果如

下:

第一,就全国维度结果而言,我国教育扶贫、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三者存在明显的累积效应

与互动效应。从累积效应看,三者前一年的发展情况会对当年的发展情况产生正相关影响。从

互动效应看,教育公平分别与教育效率和教育扶贫之间存在正负互动效应,教育扶贫与教育效率

之间存在负向互动效应。

第二,就分地区维度结果而言,教育公平、教育扶贫与教育效率三者之间所存在的互动效应

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突出表现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有所不同。在教育综合水平和资源配

置效率较高的东部地区只存在教育公平与教育扶贫的正负互动效应,在各方面相对落后的中西

部地区除了存在教育公平与教育扶贫的正负互动效应,还存在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的正负互动

效应,以及教育扶贫和教育效率的负向互动效应。
(二)政策启示

1.转变教育扶贫政策的实践导向,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教育公平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44],政府需改变目前“效率优先”的实践导向,扩大教

育公平对教育扶贫的正向影响,将公平导向放到比以往更加优先的位置。公平优先意味着更加

重视教育起点、过程和结果的公平,让相对贫困地区的学生能够获得和城镇学生相同的价值观和

理念,通过教育获得增加个人资本的途径,从而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前期的全国范围内的教育

扶贫工作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我国已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面向地区基础和条件更薄弱的深

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战是一个“慢变量”,不能急于求成。在以教育公平为主要价值导向和

实践导向的教育扶贫政策之下,才能在后脱贫时代更多地考虑深度贫困地区的资源性、政策性、

地域性贫困,从公平角度出发调动教育扶贫资源,推动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制定

相关配套政策保证教育扶贫政策的顺利开展,将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政策目标从“托底”转
向“公平”[45]。从而进一步推动教育一体化发展,发挥教育扶贫政策在深度贫困地区阻断贫困代

际传递的作用,发挥其对社会公正建立的促进作用。但公平优先并不意味着不顾效率问题,教育

扶贫也必须兼顾效率,在政策推行的过程中注重教育效率才能精准扶贫,“一针见血”,取得成效。

2.优化中西部地区教育扶贫资源配置,提升中西部综合教育发展水平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了未来五年和中长期发展蓝图,明确指出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

阶段,在教育领域则制定了“十四五”时期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战略任务。建设高质量教育体

系避不开教育资源配置问题,区域间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由于中西部地区

教育贫困程度较东部地区更深,减贫脱贫的成本更高,因而,需调整教育扶贫资源向中西部倾斜,

进一步优化中西部教育扶贫资源配置,促使有限的资源在教育扶贫中发挥更大作用,才能切实改

变相对贫困地区的教育贫困状况,这是促进教育扶贫起到正向作用、提升中西部综合教育发展水

平的必然选择。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重视差异性。教育扶贫资源的配置需要充

分考虑各地区间的差异性,提供差异化的教育扶贫政策,比如采取建立差异化的经费资助体制;

探索推动贫困档案动态化,完善贫困学习和贫困学生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发动社会各界人士进行

结对子“一对一”帮扶等措施。从而实现教育扶贫资源的动态管理,提高教育扶贫精准度,满足各

地区的贫困需求差异。二是确保专用性。地区政府应保证扶贫资金专款专用,规范扶贫资源的

分配机制,强化资金使用过程中的监督和审计,确保教育扶贫资源切实投入到教育脱贫的事业中

去。三是强调有效性。将有限的扶贫资源投入到最要紧、最有益的事务上,减少过度投入和边际

损耗,从而提高资源投入的有效性,使教育扶贫资源发挥其最大作用,使中西部教育适应高质量

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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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高教育扶贫政策供给质量,助推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

历史任务[46]。从“全面脱贫”到“乡村振兴”,标志着我国进入后脱贫时代,教育扶贫政策也迎来

了新的时代挑战[47],教育扶贫政策要逐渐适应从服务“脱贫”转向助力乡村“振兴”,因此,应积极

提高教育扶贫政策供给质量,助推乡村振兴。具体而言,在政策制定方面,应进一步完善教育扶

贫政策的顶层设计,在教育扶贫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尊重教育扶贫、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的互动规

律,追求教育公平的同时也应兼顾效率,夯实乡村振兴的教育基础,促进乡村教育目标由“数量

型”进一步转向“质量型”,“有学上”不是教育扶贫之路的终点,而是新转向的起点,后脱贫时代更

强调“上好学”,促使教育扶贫的重心由解决硬件问题转向提升柔性实力。在政策实施方面,应进

一步提升政策之间的互动性,加强各种教育扶贫政策的宏观调控与协调搭配,将“精准短期扶贫”
转变为“创新长效扶贫”,改进突击战式的集中扶贫方式,转而创新教育扶贫方式进行长期规划,
提升教育扶贫相关政府部门之间的配合协调,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常态化推进教育扶贫以形成长

期效果,从而助力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发挥政策惠及百姓、抑制风险、维护稳定的本源作用,推进

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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